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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视角下对数字史学的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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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 意义］数字史学作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形态，在学界颇受争议。本文从认知科学的

视角透视数字史学，旨在客观理性地看待它，推动史学在创新的轨道上健康发展。［方法 / 过程］采用文

献调研法对历史学界关于数字史学的观点进行梳理；采用认知科学关于记忆、心智计算的理论对传统史

学研究和数字史学研究的认知特点进行分析，并归纳出研究流程和注意要点。［结果 / 结论］数字史学的

特征是认知过程中部分记忆和计算的高度外化；数字史学改造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认知手段、认知方法和

认知过程，最终影响认知能力和认知结果；在数字史学研究中，史学功底训练、直觉思维和论证驱动依

然重要；本科阶段不宜开展数字史学研究；本文还对数字史学项目的开展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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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来自史学领域的声音   

近代以来，人文学科的研究一直受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影响，呈现出一种以强调“实证”

为特征的“科学化趋势”。在史学领域，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发源于美国的“新经济史”研究，开启

了计量史学的先河。20 世纪末，“数据驱动的科研发现和基于研究数据的知识管理 , 已经成为许多领

域的重要基石 , 包括人文社会科学领域”［1］。“数字人文”受到人文学科研究者的极大关注。数字史

学是数字人文在史学领域的应用，是计量史学的升级版，它在计量指标分析的基础上增加了词频分

析、社会网络分析、知识图谱、地理信息系统分析等信息科学方法的应用，数字史学能否成为一种

研究范式，抑或遭遇 20 世纪 70 年代计量史学曾经受到的打击，我们需要倾听来自史学领域的声音。

年轻学者尤其是有境外学习经历的学者比较认同并乐于在研究中使用数字史学的方法；年长

的学者尤其是传统的历史学者对数字史学的认识基本停留在史料数字化的层次，且对新工具和新

方法持冷静或保守的态度，甚至担心数字史学会把年轻学者引入歧途。

［作者简介］孙辉（ORCID:0000-0003-0103-7107），女，研究馆员，博士，研究方向为信息组织、数字人文，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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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观点认为，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储存、数据分析、数据管理为大范围、中时段、长时

段定量分析提供了现实的可能［2］；数字史学能实现长时段巨篇幅文献的遥读；把零散的史料依

照一定规则重新排列组合以后，往往会产生豁然开朗的感悟，“能够发现靠传统文献阅读无法发

现的隐藏在历史资料堆中的史实”；具备“验证、修正、创新”三重功能［3］，是史学研究“现代

化”、“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途径，有助于史学学科由“解释型学术”走向“求是型学术”［4］。另

外在文献学方面，数字史学在古籍自动校勘、自动编纂与自动注释［5］，自动断句标点、自动分

词标引［6］等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

对数字史学持冷静态度的学者，将数字史学方法与传统史学治学方法相比，认为存在如下问题。

（1）数字化史料的可靠性问题。数字化史料解决了传统史学“皓首穷经”的问题，但数字化

史料毕竟不是原生资料，在加工过程中容易出现错字、句读错误，这些错误会影响史料的检索获

取；另外，在此基础上用检索来的资料进行分析加工，其研究成果的准确度有待商榷。

（2）史料检索带来若干问题。傅斯年所说的“史料即史学”不能演变成“检索即史学”。其

一，检索结果为片段集合，没有镶嵌在整本书或整个版面中的片段丢掉了很多信息，“文字少的

段落离开语境以后意义不明”［7］。其二，全文检索造成大量漏检和误检，这个问题在古籍检索中

尤为突出。“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文本字面含义与史实之间常常存在错位，这就使得

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了。”［8］其三，以材料检索代替读书的便捷路径是否可靠。王国维的“读书得

间”论认为，“宜由细心苦读以发现问题，不宜悬问题以觅材料”，“那些出乎研究者预设范围之

外、不包含所谓关键字词的‘隐性史料’，往往深藏于史籍的字里行间，深藏在我们熟视无睹的

史事中”［9］，贸然以问题为导向仅利用检索的结果开展研究，造成“研究者预先设定的思路往往

成为搜寻和筛选数据的藩篱而不自知”［10］，“如此完成的论文，其思想厚度就会大打折扣”，“论

文数量激增，但学术思想贫乏，真正的问题突破无从谈起，而快餐式成果大量累积。”［11］如果

说检索带来的前两个问题，学者可以通过改变检索策略或阅读原文得到改善，那么第三个问题

则被很多学者认为很严重。学者认为“读书得间”，尤其在史学训练的初级阶段，不可跨越。［8］

（3）历史是否可以量化。尽管量化历史学家陈志武认为：“有许多表面看上去不能量化的研究

课题，其实只要我们发挥想象力，还是可以找到代理变量，或者通过创造性研究设计把不容易量

化的研究变得可以量化。”［12］但部分量化研究存在如下问题。一是数据库统计口径或平台功能设

计不合理，有些情感计算、社会网络计算方法往往抹平了事物之间复杂丰富的关系，“根据错误理

念所建立的数据库系统，虽看似科学谨严，实则南辕北辙”［9］。二是见数不见人，史学没有体现

人文关怀。传统学界这样评论“计量史学”的代表作《背负十字架的年代》( Time on the Cross: The 

Economics of American Negro Slavery) : 计量史学的专家能够精准地算出每个美国黑奴遭受奴隶主鞭

打的次数，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去关注暴力与奴役状态对男女奴隶的生活与心灵带来的影响［13］。

显然，对于数字史学这个命题，学界并没有形成共识。历史研究的本质是人的认知活动［14］。

在历史研究过程中，构建知识体系、爬梳史料、发现问题、还原史实、发现规律、写作论文等都

是历史学者在历史领域的认知行为。数字史学改造了传统史学研究的认知手段、认知方法和认知

过程，最终影响认知能力和认知结果。本文从认知科学的视角透视数字史学，认为数字史学的主

要特征是，利用机器海量存储和高速计算的特点将史学研究过程中部分认知高度外化；描述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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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的认知流程，并从人脑和机器的差异入手分析传统史学研究和数字史学研究的认知特点；提

出数字史学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并对数字史学项目的开展提出建议。本文旨在客观理性地看

待数字史学这种新的研究状态，推动史学在创新的轨道上健康发展。需要说明的是，认知科学的

核心难点是人类对脑的结构和功能原理了解还很不够，认知科学的一些理论有待脑科学的进一步

验证，但部分已通过实验方法、逻辑方法、内省方法检验的理论或“前理论”，对于透视数字史

学这种新的研究形态，仍然具有一定意义。

1 数字史学：研究过程中部分认知的高度外化   

认知科学是研究人类感知和思维信息处理过程的科学，包括从感觉的输入到复杂问题求解，

从人类个体到人类社会的智能活动，以及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的性质。［15］认知科学和计算机科

学的发展是相互启迪、相互影响的。认知科学中的信息加工理论来自“计算机隐喻”（computer 

metaphor），它认为，人类认知过程的本质就是信息加工过程，是人脑对环境输入的信息进行编

码、储存、提取和操作的过程。人也被称为信息的有限能力加工者。［16］。“计算机隐喻”一方面

使计算机成为探索人类心智功能最为可行的模型；另一方面通过硬件和软件模拟人类认知，研究

认知的形式化表征和算法、进行计算机建模，即开展人工智能，人工智能是人类认知的拓展。可

以这么认为，计算机科学启发并产生了基于信息加工理论（最初表现为符号主义计算理论）的认

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尤其是神经元细胞和神经网络的发现促进了人工智能领域的联结主义计

算理论（人工神经网络理论）的产生；人工智能的新发展又拓宽了认知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研究

思路。比如，联结主义计算理论被用来描述人的感知，符号主义计算理论被用来描述人的高级思

维；深度学习的理论源头是联结主义计算理论，知识图谱的理论源头就是符号主义计算理论。

认知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的相互影响和不断发展的结果，就是人脑认知的不断外化。如同麦克卢

汉所说的“媒介是人的延伸”［17］，数字史学的特征就是史学研究中的记忆高度外化和计算高度外化。

1.1 作为历史源头的记忆的外化

“记忆是历史的源头。”［18］古人留下的历史文献是记忆的外化结果；今人认知历史，其本质

是一个对故人遗留记忆的获取、整理、辨识和解释过程。博闻强记是传统史学研究的基本素质。

认知科学认为，记忆就是脑神经细胞之间的相互呼叫作用。记忆包括感觉记忆、工作记忆和长

时记忆，分别类似计算机的寄存器、内存和外存（如图 1 所示）。其特点有二：一是长时记忆

“健忘”，需要“学而时习之”；二是工作记忆容量有限，一次只能处理大约 7 个单元的信息。

图 1 以短时记忆（工作记忆）为中心的系统各成分的协调活动［19］

1 数字史学：研究过程中部分认知的高度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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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类的记忆能力有限，人类记忆的外化过程一直没有停止过。人类与动物心理的区别是

从语言认知开始的，语言是记忆外化的第一步。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在“书写的历史”出现

之前，人类通过口耳相传将历史记忆保留下来，如《荷马史诗》《格萨尔王》等。“好记性不如烂

笔头”，文字的发明又进一步将记忆外化。之后，人类又发明各种记录载体（纸张、磁带、磁盘

等）和复制手段（印刷、数字化、互联网），人类记忆外化的手段越来越多。

在数字史学研究中，数据库和知识库将部分记忆高度外化。这种高度外化的记忆对于历史

学者来说有几方面优点：一是克服人类“遗忘”的缺点，可以永久保存；二是突破个人记忆的

限度，理论上，数据库可以保存整个史学领域的记忆；三是不同于人类记忆必须经过三阶段过

程（感觉记忆—工作记忆—长时记忆），历史学者无须查找和阅读大量史料，随时随地拥有海量

史料；四是通过外化记忆，人类将工作记忆的一部分转移，可提高人脑的思维效率，在数字史

学中，通过思维导图、地理信息分析、知识图谱等可视化手段，人类将一部情景记忆（或心理

表象）转移到机器上，从而将更多的认知资源用于计算，可大大提高思维的敏捷度，比如，约

翰·斯诺霍乱的地图帮助人们找到了传染源。

记忆高度外化中的信息组织也类似人类认知的信息组织模式。比如，由于人的工作记忆容量

有限，在思维中处理的是概念、命题等浓缩的语义记忆，因此，人类的高级认知离不开概念、命

题的提炼。在史料数据库中，用于标引的主题概念、分类号等浓缩信息，缩短了记忆单元，便于

计算。再如，认知心理学根据内省实验方法，提出语义记忆的扩散激活模型（见图 2），认为语

义记忆中的许多概念节点是联结在一起的。［19］ 在知识库构建中，基于语义的细粒度知识单元及

其关联就是一种借鉴，图 3 为笔者参与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知识库”片段，这种组织方式

便于知识漫游式检索和知识发现。

图 2 扩散激活模型提出的语义记忆网络片段［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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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作为历史研究的心智计算的外化

在认知科学看来，历史研究是一种心智计算。人脑基于自身的生理特征，在心智计算方面具

有以下特点。（1）人类的感觉通道有限，信息存入记忆需要占用意识资源足够长的时间。因此当

一件事进入意识，另外一件事必须等待，“注意”受自身意识和已有知识经验的影响。（2）基于

生存目的，人类需要在最短的时间获得认知，人脑擅长基于统计的并行方式的模糊计算，人脑能

从背影快速识别某个熟悉的人，但错别字常常从眼前滑过。（3）逻辑思维是进化后期的产物，是

人类特有的高级思维活动，受工作记忆容量的影响，人脑在此类计算方面采用的是产生式串行计

算方式，人类的逻辑思维速度有限。（4）受生理因素影响，神经元经过一段时间的活动后就受到

抑制，人脑容易疲劳，人脑不善于处理长时段大数据。

图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知识库”片段［20］

计算机处理逻辑问题的能力比人类要强，理论上讲，所有可以形式化的计算都可以交给计算

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人类通过发明算盘、计算机等将这部分串行计算的任务外包。在数字史

学领域，学者将研究过程中的一部分逻辑思维外包，这些外包，有的是提高了计算效率，有的是

扩展了计算类型，延伸了人脑的计算能力。

■利用统计工具处理长时段大数据，可迅速获得统计图表和分析结果。

■按认知心理学观点，人类决策的过程就是从目标单元到结果单元的搜索过程。计算机可

以处理比人脑复杂的搜索，数字史学通过对知识图谱的路径检索，可以辅助找到一些历史发展脉

络，比如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两个事件之间的关联。

■不受人脑感知能力限制，利用计算机自动比对技术，帮助古籍版本自动校勘、自动编纂。

■计算机在一定规则下自动分类、自动聚类等，能帮助人类迅速定位到相关历史文献或相关

历史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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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受认知科学的联结主义理论影响，基于人工神经网络的机器学习技术不断发展，人工

智能在基于统计的模糊运算方面取得重大突破，自然语言处理能力不断增强，利用计算机自动识

别技术，可帮助古籍文字的自动识别。

1.3 部分认知高度外化的影响

理论上，随着数字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历史学也完成了一个转变，即从传统的事实性史学，

转变为思想性史学，历史学研究的目标，也将从弄清历史事实，转变为历史解读”［11］。真正达

到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成为一门“求是型”学术。

有学者认为，数字史学有三重功能：验证、修正、创新。［3］对于“验证”功能，传统史学

研究者认为没有意义。笔者认为，所谓“验证”，就是证明某种“总体印象”“感悟”，这些“总

体印象”“感悟”，是历史学者阅读大量文献后经直觉思维在大脑中形成的隐性知识，这种隐性知

识是大脑多次记忆和计算的结果。也就是说，每一次阅读相关知识都刺激和加深了大脑中的神经

回路，最后自然得出某种“总体印象”。在传统史学的论证中，一般采用典型案例给予证明。对

于大的空间和时间尺度的海量文献，个人的认知能力有限，个人这种隐性知识无法分享，借助数

字史学的记忆和计算外化，将部分史学要素形式化、指标化并进行计算，确实可以验证某些“总

体印象”，这种量化验证，在要素简单的史学命题中是有意义的。

2 数字史学的认知流程及其注意要点   

2.1 数字史学重构史学认知流程

记忆外化改变了传统史学流程中文献阅读和检索方式；计算外化改变了分析材料的方式，基

于长时段大样本数据分析，可显性量化地反映各历史要素之间的关联。这种史学研究中智力资源

的拓展改变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流程。在《论互联网时代的历史学》一文中，作者提出当代史学研

究的三种形态［11］，笔者在此基础上，描述了数字史学对传统史学的流程重构（见图 4）。

所谓传统史学研究形态，是指近代以来所形成的以问题意识为导向，以阅读文献、爬梳材

料、历史考据为基础，以分析归纳、抽象概括、历史评价为主要研究方式的史学研究活动。这也

是在计算机技术普及之前，史学研究的一般程序［11］。其认知流程如图 4 所示。数字史学对其中

的④ ~ ⑥进行改造，增加资料来源，延伸计算能力，计算结果驱动史学发现，数据驱动增强逻辑

思维能力；⑤ ~ ②表示，在计算过程中可能发现与原有问题毫不相干的新问题（这种纯粹的数据

驱动，在现有的数字史学成果中还未发现）。图 4 中流程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如④ ~ ⑦，存在

不断反复酝酿的过程，甚至在写作过程中，学者都可能有新的观点产生。因为写作的过程就是一

个逻辑思维外化为文字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心理表象和心理逻辑中不明确或不能自洽的问题就

会暴露，此时，研究会进入新的境界。

无论是传统史学还是数字史学，其研究过程都是隐性知识转换成显性知识的过程；在研究过

程中，直觉思维和逻辑思维并举，并最终表现为具有较强逻辑性的学术论文；史学专业训练、问

题意识是两种研究流程都不可或缺的环节；论证驱动是一种逻辑思维方式，常常表现为典型案例

的归纳，传统史学和数字史学都离不开论证驱动，数字史学的计算结果要与相关史料相互印证补

2 数字史学的认知流程及其注意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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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将数据驱动与论证驱动结合起来，以真正的问题意识为指引，而不是为了卖弄数字工具的

噱头，才能带来更专业的成果呈现”［13］。

图 4 数字史学对传统史学的认知流程进行重构

在史学领域，当前数字史学“叫好不卖座”，有学者认为：“在‘传统’的以全文阅读为基础

的研究中，成熟的学者往往可以通过对不同案例的全面考量，判断其典型性，才举为例证。这一

过程尽管看似主观，事实上可能反而更接近史实。但是根据这些记载建立起来的数据库，看似精

确，实际是只能将复杂、立体的描述性历史文本转化成平面的数据，抹杀了它们相互间的差异

性，这样一来，数据库统计还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历史现象的普遍性，不免令人存疑。”［8］笔

者认为，究其原因，是数字史学的研究流程在实际应用中出现了差错，要么丢掉认知流程中的重

要环节，要么夸大了机器存储和计算的作用。本文将在分析人脑与机器差异的基础上提出在数字

史学研究中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2.2 数字史学研究中的注意要点

2.2.1 史学训练不可或缺

人脑和计算机在物质基础和结构设计上存在根本差异，在人脑中，记忆不是简单的存储，还

包含有计算、简约和抽象的取舍过程，记忆和计算总是同时发生。因此无论是语义记忆还是图像

记忆，本质上都是统计记忆，一般来说越是长期的、大量的、反复的记忆越难遗忘，脑中留下的

记忆实际上是脑认知函数和脑遗忘函数的卷积。［21］我们当前的计算机是冯·诺依曼架构，其计

算和存储分离，采用存储程序式计算，程序也是预先设定好的，无法根据外界的变化和需求的变

化进行自我演化。我们的大脑却是一个出色的、能够长时间稳定工作的通用智能系统，不仅能举

一反三，处理视觉、听觉、语言、学习、推理、决策、规划等各类问题，还可以在学习和发育过

程中不断自适应和进化。至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通用智能系统能接近人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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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史学学者强调“读书得间”“读书破万卷”“皓首穷经”式的全文阅读，这种阅读就是一

个记忆与计算同时发生的认知过程，是一个知识内化于心的过程。阅读，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

就自身对主客观世界的认识结果进行编码、记叙表达的意义再生成活动。［22］对文献的研读和揣

摩，在增加历史知识的同时，也刷新了大脑对这问题的认识。承载记忆的神经回路不断发生变化，

有的增加，有的增强；增加的有的是事实，有的是对历史规律的认识。通过爬梳史料和“细读”，

学者不断修改大脑中知识体系，真正在脑中积累大量知识，大脑认识问题的能力不断增强，这有

利于提高对史料和历史规律的敏感度，从而对辨别史实、具备观察问题的整体性眼光起到重要作

用。建构主义理论也认为，人的认知结构是人通过对客观现实的逐步适应建构起来的。认知结构

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不是客体的简单复写，也不是主体预先构成或天赋，而是主体在

与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同化与顺应而构建起来的。史学训练就是一种历史思考力的建构。

数据库中的史料虽然很多，但对于某一阶段的学者来说，这种史料是静态的，是与人脑在物质上

是分离的，这些史料对于人脑来说，没有记忆也就没有计算，知识和规则无从积累。通过简单的“检

索式阅读”或数据抽取分析，进行“遥读”，将记忆与计算过多外包给机器，不利于历史学者思考力

的培养。过分的让渡记忆和计算能力，历史学者容易困在数据库的“信息茧房”之中，降低历史研究

的敏感度，丧失历史思考力。历史思考力是历史学者的核心价值所在，“数字史学”的主体必须是人。

2.2.2 问题意识离不开直觉思维

如果说扎实的史学功底是开展史学研究的基础，那么，问题意识则是史学研究的起点。只

有当一个问题是真正的问题时，史学研究才能取得成功，只有问题是新颖的，史学研究才可指是

独创性的。关于问题意识，可以用认知科学中的原型理论来解释。原型理论认为，在记忆中贮存

的不是与外部模式有一对一关系的模板，而是原型。原型是一个类别或范畴的所有个体的概括表

征，反映一类客体具有的基本特征。当刺激与某一原型有着最近似的匹配，即可得到识别。例

如，人类在感知外部世界时，一般认为采用基于鬼域模型的直觉思维进行识别。如果发现不匹配

的地方，则发现问题。

直觉思维是一种基于人脑已有知识进行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多次模拟计算。在传统史学研究

中，提出一个问题实际上是察觉到了某种隐藏的东西，是得到某种“暗示”，这种“暗示”的第

一次出现应该是直觉思维的结果。因为模式识别上出现不匹配，所以 “问题”出现。马克斯·韦

伯指出 :“历史学家的‘得体感’或‘直觉’，而非一般化和对于‘规则’的意识揭示了因果联

结。”［23］ 历史学是一门人文科学，面对的是复杂的人类系统，在面向复杂系统的判断中，人类的

直觉思维能力往往超过逻辑思维能力。

随着数字史学出现，数据驱动的逻辑思维是否会提出问题？目前情况下，人工智能不具备

“意识”，不可能主动提出问题。所谓数据驱动下的问题意识，可能在两种情况下发生。一是研

究者将发现问题的规则告诉机器，比如设计某种算法，请机器给出知识图谱中关联度最高的历史

要素；二是研究者观察各种图表数据后，再次用直觉思维发现问题，像魏格纳通过观察地图发现

“大陆漂移学说”一样。

2.2.3 数据驱动和论证驱动要统一

数字史学提倡用数据驱动，数据驱动强调大样本全样本，是基于严密规则串行的计算，形式

化程度高，这是自然科学采用的研究方法。单纯的数据驱动的史学作品更像是技术报告，其对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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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背后的原因探讨不够深入，往往被认为是“只见数字不见人”。论证驱动采用典型材料枚举式

的证明方法，论证手段为文字描述，形式化程度低，但语言可读性高，历史代入感强，体现人文

特质。所谓典型事例，是研究者的心智计算后，获得较大权重的一些知识。单纯的数据驱动将记

忆和计算都交给机器，存在以下问题。

历史是否都可以计算？当前，对于情感计算、思想观念计算，多采用词频统计或词间关系分

析的方法。词语确实表达某种情感或观念，但人类的情感或观点不仅仅表现为词语，况且，简单

地通过某几个词语的分析，只能提供某种线索，不能给出结论。

计算机是否能穷尽历史知识和规则？在人工智能领域，存在封闭世界和开放世界的理论。机

器计算时面对的是一个封闭的世界，而人类大脑计算时面对是一个开放世界。所谓封闭世界，就

是知识和规则都是确定的。尽管数据库或知识库中保存了大量历史记忆，但确实无法穷尽历史知

识和规则。如前所述，历史学者在长期的学术训练之后，获得大量知识，包括隐性知识和显性知

识。虽然数据库和知识库保存了学术共同体的知识，但其保存的只是显性知识，不包括大量的在

学者脑中的隐性知识，治学经验、辨识眼光、判断力等“计算规则”，更不可能得到体现。

计算工具的选择是否合理？关于计算工具的选择方面，很多数字史学研究者存在盲区。比

如，知识图谱和社会关系网络的可视化形态类似，但并不是同一种技术。知识图谱反映实体之间

的复杂关系；社会关系网络一般反映单一关系，用于社群计算。CBDB 从本质上看，是一个知识

图谱，反映的是人物之间复杂的社会关系（如亲属关系、师承关系），如果使用不当，将复杂关

系扁平化并进行社会网络计算，就会得出不合常理的结论。

因此，单纯的数据驱动并不可取，论证驱动中要辅以数据驱动，数据驱动之后要回到论证驱动。

此外，史学作品追求复原“历史本体”，强调历史代入感。对读者来说，描述性文章能在大

脑中建立一种情景记忆。在情景记忆中，心理表象与语词在心理操作中进行双重编码，二者建立

对应关系，心理表象是产生代入感的原因。

3 结语：一些建议   

从认知科学角度，数字史学研究要想取得“靠谱”的研究成果，必须具备三个要素：“靠谱

的人，靠谱的记忆，靠谱的计算”。针对业界的一些现象，建议如下。

3.1 不宜过早开展数字史学研究

本科阶段是学业生涯的早期，是知识结构建立和思考力培养的重要阶段，本科生在这个阶段

可以了解一下数字史学研究方法，但不提倡开展数字史学研究。此外，急功近利式的数字人文研

究，纯属自废武功。

3.2 不要盲目使用数字史学研究方法

不是所有的史学议题都适合使用数字史学方法，经济史、社会史等偏社会科学的领域，可

以尝试；数字史学研究过程中，要充分了解数据来源、工具原理；不能把记忆和计算全部交给机

器，传统史学方法不能丢。

3.3 不要盲目开展数字史学项目

数字史学是个新事物，自然受到各方关注。近年来，图书馆学界和数字出版界都认为这是一

3 结语：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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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新的服务增长点，做了不少项目。应该说，数字史学领域的大多数项目是图书馆学或出版商在

做。图书馆学界和数字出版界在开展数字史学项目时，建议如下。

■外化记忆要“求善保真”。要重视“数字善本”［9］，数字化的文本不能出错。

■外化记忆要完整。作品编排和版面组织也包含大量信息，要尊重原始文本，保留原始文本

的完整信息并可检索。

■外化记忆的信息组织方式要科学。语义知识库的细粒度信息组织方式与人脑信息组织方式

接近，在其碎片化加工过程中，一定要有领域专家的智力投入，一定要符合学者的认知习惯。

■外化记忆要重视常识知识库构建。将常识甚至相关图像补充进知识库，这一点在知识图谱

领域已经得到共识。

■要处理好信息检索与推送的关系，防止“信息茧房”出现。

■防止平台成为“计算黑箱”，机器的思维过程一定要公开透明。

■平台中计算方法和呈现方法要科学，比如合理使用知识图谱和社会关系网络技术，GIS 分

析中的底图要与历史时期匹配等，要合理配置模型、分词词典和算法等。

■平台的数据和功能要可以订制，用户可以自由组合数据和计算，这一点对服务商和用户都

提出很高要求，相关培训一点要跟上。CBDB 单机版开放所有数据结构、数据和程序代码，便于

用户理解数据和使用平台；其与“中文在线”合作后，如何延续这种公开透明和自由订制，是这

个项目商业化过程中的难点。

正像有的学者所说，回顾史学进步的各个关键点，技术层面的进步，似乎都并没有形成显著

的决定性的推进力。也许计算机技术与此前的学术手段的进步有很多不同，但是要断言这种技术

提升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史学的学术走向或说形成革命性的积极影响，除了开发想象力之外，还

需要实践的证明［24］。数字史学任重道远，冷静客观看待，小心进行探索，方能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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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serving Digital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cience

SUN Hui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009,China）

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As a new historical research form, digital history is controversial in 
academia. Observing i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science, the article aims to treat it objectively 
and rationally. ［Method/process］ The literature survey method is used to sort out the viewpoints in the 
history fiel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theories of memory and mental computing are used to analyze the 
cogni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digital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to summarize 
the research process and key points. ［Result/conclusion］ Digital history is characterized by a high degree 
of externalization of some memories and calculations in the cognitive process. It has changed the cognitive 
means, cognitive methods,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of traditional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ultimately affected 
cognitive abilities and cognitive results. Historical skills training, intuitive thinking and argumentation drive 
are still important. It is not appropriate to conduct digital history research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This 
article also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history projects.
Keywords: Digital history; Cognitive science; Digital humanities

（本文责编：孔青青）


